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第 １ 期

清史研究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ｂ. ２０１６
Ｎｏ １

　 学术专论

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

王　 刚


[摘要] 自康熙后期起ꎬ 清廷将部分绿营官员、 水手、 船匠编入新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ꎬ 以弥补旗人缺

乏水战技能的不足ꎮ 编入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ꎬ 只是临时服役于旗营ꎬ 在俸饷、 升迁等方面

遭到歧视与差别对待ꎬ 实际地位相当低下ꎮ 八旗水师设立后ꎬ 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战技艺ꎬ 水师的

日常行动依赖于绿营官兵ꎬ 但当局为缓解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ꎬ 仍急于将绿营官兵裁汰ꎮ 由于八旗官兵坐

食钱粮、 训练废弛ꎬ 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ꎬ 各支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 战力低下的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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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ꎻ 周文博: «居于汉人之间———清代福州驻防水师旗营的发展演变»ꎬ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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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与绿营是清代军制的两大组成部分ꎬ 二者虽自成体系、 互不隶属ꎬ 但彼此间并非完全隔

绝ꎬ 实际上存在着少量的人员交流ꎮ 顺治、 康熙年间ꎬ 清廷曾在东北吉林、 黑龙江等八旗驻防地

区设立 “水师营”ꎮ 但这些 “水师” 实际仅承担水上运输等任务ꎬ 并非用于作战ꎬ 人员也基本是

未隶旗籍的汉人ꎬ 与后来设立的各支八旗水师有明显差异ꎮ 自康熙后期起ꎬ 清廷陆续设立数支八

旗水师ꎮ 为弥补八旗官兵不善水战的缺陷ꎬ 清廷特意将部分绿营官员、 水手、 船匠等编入八旗水

师ꎮ 这成为绿营人员向八旗流动的极罕见特例ꎮ
学术界关于清代八旗水师的研究ꎬ 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果ꎮ①但对于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这一

问题ꎬ 尚缺乏关注ꎮ 由于绿营人员编入八旗水师仅是清廷的一项临时举措ꎬ 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性

规则ꎬ 致使相关史料零散分布于数量庞大的清代档案ꎬ 特别是满文档案之中ꎮ 而对八旗水师的既有

研究往往仅依靠会典、 八旗通志、 驻防志等习见文献ꎬ 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 汉文档案

鲜有利用ꎮ 受史料来源的限制ꎬ 相关问题难以厘清ꎮ 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ꎬ 系统梳理档案、
方志、 政书等各类史料ꎬ 对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编入时间、 人数、 裁汰经过等问题进行考证ꎬ 并

探讨绿营官兵在水师旗营内的生存实态ꎬ 以期深化清代军事史与满汉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ꎮ

一、 八旗水师的设立与绿营官兵的编入

清初ꎬ 各支水师均属于绿营系统ꎬ 京师禁旅八旗与各地驻防八旗并无水师ꎮ 最早设立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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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水师ꎬ 是位于关外盛京地区的旅顺水师营 (又称金州水师营)ꎮ 康熙后期ꎬ 辽东沿海因未设

水师ꎬ 致使防务空虚ꎬ 屡遭海盗袭扰ꎮ 为加强海防ꎬ 清廷于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 下令设立旅

顺水师营ꎮ 水师兵丁共 ５００ 人ꎬ 包括 “岛丁” ４７０ 人及归降的海盗陈尚义部下 “谙练水性之人三

十名”ꎬ 另设 “协领一员、 佐领二员、 防御四员、 骁骑校八员ꎬ 均属奉天将军统辖”ꎮ① 所谓

“岛丁”ꎬ 很可能是清廷从辽东沿海岛屿招募的汉人壮丁ꎮ 他们按照每一百人设一佐领的编制ꎬ
被编入八旗ꎮ② 另据 «钦定八旗通志» 载ꎬ 旅顺水师营设 “汉军领催五十名、 水师兵四百五十

名”ꎬ③ 可见被编入水师的 “岛丁” 与归降海盗当时均隶属于汉军旗ꎮ
清代东北地区并未设置绿营驻军与战船ꎬ 故而八旗水师没有现成的船只可供利用ꎮ 新设的旅

顺水师的船只实际上来源于邻近的山东绿营的裁汰战船ꎮ 康熙五十二年ꎬ “据山东总兵李雄奏

请ꎬ 裁伊标下水师营战船十只ꎮ 即将所裁数内截留数船ꎬ 分往金州看守地方ꎬ 巡防海洋”ꎮ④ 与

战船一同前来旅顺的ꎬ 还有绿营水手 １００ 人ꎬ “每船留舵工等十人ꎬ 永为配搭ꎬ 留教习官数员管

理”ꎮ⑤

清廷之所以将绿营教习官员与水手编入八旗水师ꎬ 是因为八旗官兵长于骑射ꎬ 素来不习水

战ꎬ “盛京旅顺地方虽设有水师官兵ꎬ 而俱不能谙练水师事务ꎬ 若无教习之员ꎬ 恐其有名无实”ꎮ
旅顺水师中的绿营教习人员ꎬ 除来自山东外ꎬ 还有远从南方闽、 浙等省调来的ꎮ 如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ꎬ 清廷令 “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ꎬ 于千总内拣选数员ꎬ 于兵丁内拣选数名熟谙水师者ꎬ
令赴盛京ꎬ 交与该将军ꎬ 令其教习旅顺水师官兵ꎮ 其由福建起身之时ꎬ 着该督抚照资助送往浙

江、 湖广弁兵之例ꎬ 给与盘费”ꎮ⑥

雍正年间至乾隆初期ꎬ 清廷又陆续在天津、 江宁 (今南京)、 乍浦 (位于今浙江平湖)、 福

州、 广州等地设置八旗水师ꎮ 在关内各地增设八旗水师ꎬ 固然有完善和扩充八旗军武备、 弥补其

不善水战之不足的考虑ꎬ 但更主要的动机ꎬ 则是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ꎬ 意在使编入

水师的旗下 “壮丁皆得藉此名粮ꎬ 以资养赡”ꎮ⑦

雍正三年底ꎬ 清廷下令设立天津八旗水师ꎬ 从京城闲散旗人中 “拨派兵丁二千名”ꎬ 其中满

洲旗兵丁 １６００ 人、 蒙古旗兵丁 ４００ 人ꎮ 同时ꎬ “制造大赶缯船十六只、 小赶缯船十六只ꎬ 酌量分

配官兵ꎬ 分为两班操演ꎮ 其赶缯船各随小船一只ꎬ 应令造杉板船三十二只ꎮ 雇募驾船头舵水手ꎬ
令兵丁学习熟练”ꎮ⑧被编入天津八旗水师的还有绿营 “教习官二十三员、 舵工等水手五百三十六

人”ꎮ⑨ 水师驻地设在天津 “海口芦家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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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设立的江宁水师是八旗水师中较为特殊的一支ꎮ 它并非抽调八旗官兵组建的独立水

师营ꎬ 也没有单独划定的驻地ꎬ 而是由江宁八旗驻防官兵轮流赴长江操练水上技艺ꎮ 驻防当局将

全体八旗马兵 ４０００ 人 “编为五班ꎬ 半月轮换一次ꎬ 视春秋两季风顺ꎬ 五班尽可操练各两次”ꎬ①

并 “派协领四员ꎬ 佐领、 防御、 骁骑校各十二员管辖”ꎮ② 因八旗驻防原无战船ꎬ 亦无人懂得驾

船技术ꎬ 故而从邻近的镇江绿营水师调拨 “沙船二十只ꎬ 船内现有之捕盗、 舵工等项水手ꎬ 磨

盘、 子母、 爆子等项炮ꎬ 亦一并拨给江宁ꎬ 水手仍准依其原钱粮米ꎬ 与满洲兵同操练行走”ꎮ 此

外ꎬ 还 “从镇江水师营千总、 把总中简选熟知水性之官员ꎬ 协助江宁官兵训练ꎮ 满洲兵学成时ꎬ
遣绿旗官员回原任”ꎮ③ 当时调入江宁八旗水师的有绿营千总、 把总 ４ 员ꎬ 沙船 ２０ 只ꎮ 每船配置

绿营水手 １６ 人ꎬ 共 ３２０ 名水手ꎮ④

浙江乍浦八旗水师设立于雍正六年ꎬ 由杭州、 江宁两地派出闲散满洲、 蒙古旗丁 １６００ 人组

建ꎬ 置大小战船 ２２ 艘ꎬ 另从绿营 “浙省沿海水师各营兵丁内ꎬ 选谙练水性船务者四百名ꎬ 为捕

盗、 头舵水手之用ꎬ 共合二千名之数ꎬ 分为左右二营ꎬ 轮班操演”ꎮ⑤ 其中ꎬ 绿营 “定海镇抽兵

一百五十四名ꎬ 黄岩镇抽兵六十六名ꎬ 温州镇抽兵五十名ꎬ 瑞安营抽兵二十八名ꎬ 镇海营抽兵四

十二名ꎬ 乍浦营抽兵六十名ꎬ 拨归满营教习”ꎮ 乍浦 “所有水师营船只ꎬ 照天津水师兵配驾之

例” 分配绿营水手ꎬ 每艘大号赶缯船设捕盗 １ 名、 舵工 ２ 名、 缭手 １ 名、 椗手 ２ 名、 阿板 (一作

“阿班”) ２ 名、 舢板 ２ 名、 普通水手 ２０ 名ꎬ 每艘小号赶缯船设捕盗 １ 名、 舵工 ２ 名、 缭手 １ 名、
椗手 ２ 名、 阿板 ２ 名、 舢板 ２ 名、 普通水手 １２ 名ꎮ⑥ 除绿营水手外ꎬ 还有若干绿营官员也编入乍

浦八旗水师ꎬ 当局 “自福建挑送千总、 把总等官ꎬ 令其教导满洲兵丁操演战船”ꎮ⑦

雍正六年ꎬ 清廷还在福建设立八旗水师营ꎬ 从福州驻防汉军拨出 “旗下壮丁五百名ꎬ 又于

海坛、 闽安二营选拨教习兵共一百名ꎬ 木、 艌匠十二名ꎬ 共六百一十二名ꎬ 为水师兵丁”ꎮ⑧ 水

师驻地设在福州府长乐县三江口ꎬ 故而又称三江口水师旗营ꎮ 除绿营教习水手、 船匠 １１２ 人外ꎬ
另设教习官员若干名ꎬ “于通省水师内挑选熟练之千总三员、 把总三员教习”ꎮ⑨

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 设立的广州八旗水师是最晚设立的一支八旗水师ꎬ 完全依照福州三江

口水师之例ꎬ 设兵丁 ６００ 人ꎬ 其中八旗汉军兵丁 ５００ 名、 绿营水手 １００ 名ꎬ 另 “于通省熟练水师

之千、 把总内选拨六员ꎬ 教习演练”ꎮ 此外ꎬ 为维修战船ꎬ 广州八旗水师设木匠 ６ 名、 艌匠 ６
名ꎬ 亦在广东绿营 “各标水师营内挑选谙晓修补船只者” 充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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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将军锡特库等奏为移会督提二臣照例选派营员带同水师旗营官兵配驾船只前往外洋操演事»ꎬ 乾隆十

五年正月十二日ꎬ 宫中朱批奏折ꎬ 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１８ － ０００９ －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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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七日ꎬ 宫中朱批奏折ꎬ 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１４９ － ０５０ꎮ



除上述各地陆续设立的八旗水师外ꎬ 清廷为加强京师禁旅八旗的战斗力ꎬ 于乾隆十六年令八

旗健锐营模仿水师之例操演船只ꎮ 健锐营水操的地点设在北京西北郊的昆明湖ꎬ 起初有战船 ８
只ꎬ 至乾隆十八年又 “添战船二十四只”ꎮ① 健锐营虽仅在平静而狭小的湖面进行简单的水操ꎬ
并非正式水师ꎬ 但由于八旗官兵缺乏相关技能ꎬ 只得仍照各地八旗水师之例ꎬ 抽调绿营官兵前来

教习ꎮ 其中ꎬ 绿营官员系 “由广东、 福建等省调千总十员ꎬ 赏给蓝翎ꎬ 充为教习”ꎬ 兵丁则有水

手 ４８ 人ꎬ “亦由天津、 福建选送ꎬ 附内府正黄旗旗鼓佐领下”ꎮ② 此后ꎬ 昆明湖水操逐渐名存实

亡ꎬ 至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ꎬ 最终下令取消ꎮ 当时 “水手四十八名ꎬ 在京已久ꎬ 现有二百七十余名

口”ꎬ “加恩交内务府酌量安置”ꎬ “于奉宸院等处水手差使挑补钱粮”ꎮ③

二、 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生存实态

绿营教习官员、 水手、 船匠编入八旗水师后ꎬ 虽听从八旗将领指挥ꎬ 随同八旗官兵一道操

演、 出巡ꎬ 却并未入旗籍ꎬ 在身份上仍隶属于绿营ꎮ 与八旗官兵终生在水师旗营从军食粮不同ꎬ
绿营人员只是临时在旗营服役ꎬ 具有很强的流动性ꎮ 如福州三江口水师规定ꎬ 绿营教习把总

“自到营之日为始ꎬ 教习三年期满ꎬ 著有劳绩ꎬ 该营协领详请咨送总督补用”ꎬ 调离八旗水师ꎬ
重新入绿营任职ꎬ “所遗教习员缺ꎬ 仍详请移咨总督ꎬ 拨补新员ꎬ 发营教习”ꎮ 捕盗、 舵工等各

类水手ꎬ 则是 “遇有缺出ꎬ 该营协领一面移海坛镇、 闽安协挑补ꎬ 一面呈报本衙门ꎬ 俟镇协移

到之日送验ꎬ 回营教习”ꎮ④

南方各支八旗水师的教习官兵大多由本省绿营就近抽调ꎬ 而地处北方的天津、 旅顺八旗水

师ꎬ 由于当地缺乏训练有素的绿营水师人员ꎬ 其所需的教习官兵尚要从数千里之外的闽、 浙等省

挑选ꎮ 与三江口水师相同ꎬ 天津水师的教习官员亦定例三年一换ꎮ 如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ꎬ 天津

水师营 “教满三年之教习官曾嘉猷等七人之缺ꎬ 由兵部咨行浙江、 福建等省ꎬ 拣选熟知水性之

教习官ꎬ 送至天津ꎮ 俟其交代后ꎬ 再将曾嘉猷等送部议叙”ꎮ⑤ 教习水手则并无按期轮换之制ꎬ
只有在年老、 染病ꎬ 无法继续服役后ꎬ 才重新挑选绿营水手前来替代ꎮ 因从南方征调绿营水手路

途遥远、 费时费力ꎬ 为方便起见ꎬ 有时也就近招募ꎬ “于每年前来之商船水手中ꎬ 视其情愿ꎬ 拣

选优者补满”ꎮ⑥

编入各支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ꎬ 大多数是属于兵丁阶层的水手ꎮ 少量属于官员阶层的游击

(从三品)、 守备 (正五品)、 千总 (正六品)、 把总 (正七品) 等ꎬ 也均为中下级军官ꎮ 他们在

等级森严的八旗军中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ꎮ 加之八旗、 绿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ꎬ 绿营官兵

在八旗水师营中难免遭到种种歧视与差别对待ꎮ
雍正年间ꎬ 江宁八旗水师训练 “必看水势风信ꎬ 方可驾船江中操演ꎮ 江宁江面得西北、 正

北、 东北风ꎬ 系顺风逆水ꎬ 船只过往交接方稳ꎮ 若系正南、 西南风、 东南风ꎬ 顺水顺风ꎬ 水溜船

急ꎬ 不能招架”ꎮ 而江宁将军伊里布 “不谙水师ꎬ 只以操演为急ꎬ 不论是何风信”ꎬ 都要强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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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ꎮ 负责教习的绿营千总、 把总稍有不从ꎬ 伊里布 “即行辱骂”ꎮ①

绿营官员尚且遭到如此对待ꎬ 普通水手的境遇则更为不堪ꎮ 绿营水手编入八旗水师之前ꎬ
“在本营内尚有挑选拔补千、 把一途”ꎬ 可以升任低级军官ꎬ 此后则由于 “满营官员ꎬ 汉人不与

挑选”ꎬ 致使 “无出身可图”ꎬ② 丧失了升迁的可能性ꎮ 这些水手与八旗官兵在身份上存在着显

著的隔阂ꎬ 处于水师旗营军制的最底层ꎬ 地位甚为低下ꎬ 受到的歧视也最为严重ꎮ 调入江宁水师

的 ３２０ 名绿营水手ꎬ 均来自镇江ꎬ “其家向在镇江之高资汛居住ꎬ 离江宁一百六七十里ꎬ 伊等身

家不能两顾”ꎮ 署镇海将军何天培曾请求在江宁为水手们 “照人数酌量盖造房屋ꎬ 令其安顿居

住ꎬ 可安心操演ꎬ 于水师有益”ꎮ 雍正帝却斥责道: “此非你署印料理之事ꎬ 胡说了!”③ 为绿营

水手盖房居住一事ꎬ 此后再无人敢提起ꎮ
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俸饷ꎬ 仍是按照绿营原定标准发放ꎬ 均低于同级八旗官兵的俸饷数

量ꎮ 事实上ꎬ 由于清廷设立各支八旗水师ꎬ 多是出于缓解八旗生计的动机ꎬ 因而参与组建水师的

大多是各地驻防八旗中的闲散旗人ꎮ 闲散旗人原本无差无饷ꎬ 调入水师后ꎬ 其俸饷收入仍低于普

通的驻防八旗兵丁ꎮ 而绿营教习水手、 船匠所得钱粮数额ꎬ 往往还不及水师旗兵ꎮ
清制ꎬ 每名驻防八旗马兵每月的钱粮为饷银 ２ 两、 饷米 ２ 石 ５ 斗ꎮ 天津、 乍浦、 福州等各支

八旗水师的旗兵ꎬ 月饷起初只有银 １ 两 ５ 钱、 米 ３ 斗ꎬ 后均陆续增至银 ２ 两、 米 １ 石ꎮ 如天津水

师旗兵每月饷银原为 １ 两 ５ 钱ꎬ 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ꎬ 雍正帝因 “闻兵丁用度ꎬ 稍有不敷”ꎬ 遂

“降旨加为每月二两”ꎬ④ 饷米也增为每月 １ 石ꎮ 但这仍低于一般驻防八旗马兵的水平ꎮ 天津水师

的绿营教习水手中ꎬ 正舵手 ３２ 人ꎬ “每名月支银二两九钱、 米三斗”ꎬ 副舵手 ３２ 人、 正缭手 ３２
人、 正椗手 ３２ 人、 正阿班 ３２ 人、 正舢板 ３２ 人ꎬ “每名月支银二两一钱七分五厘、 米三斗”ꎬ 副

缭手 ３２ 人、 副椗手 ３２ 人、 副阿班 ３２ 人、 副舢板 ３２ 人ꎬ “每名月支银一两九钱三分五厘、 米三

斗”ꎮ⑤ 总的来看ꎬ 其平均水平要低于水师旗兵ꎮ
又如福州三江口水师ꎬ 旗兵月饷起初也只有银 １ 两 ５ 钱、 米 ３ 斗ꎮ 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ꎬ 福州

将军阿尔赛奏称ꎬ 水师旗营 “生齿日繁”ꎬ 旗兵家眷 “每丁多至三四口以及六七口不等ꎬ 实属不

敷养赡”ꎮ 清廷遂准许 “援照天津、 乍浦水师旗丁现在饷米之例”ꎬ 将福州水师旗兵月饷增至银 ２
两、 米 １ 石ꎮ⑥ 绿营教习水手、 船匠的月饷ꎬ 起初与水师旗兵相同ꎬ 也是银 １ 两 ５ 钱、 米 ３ 斗ꎮ
乾隆二年的加饷ꎬ 并未惠及绿营人员ꎬ “惟教习兵、 匠照旧支食”ꎮ 至乾隆五年ꎬ 当局才 “照乍

浦水师营之例ꎬ 各加给月饷五钱ꎬ 共二两”ꎬ 但每月 “米仍三斗”ꎮ⑦ 此后长期维持着这一低于

水师旗兵的钱粮数量ꎬ 未再有增加ꎮ
绿营教习官兵受到歧视与差别对待ꎬ 只是清代八旗水师种种弊病之一端ꎮ 各支八旗水师大多

管理混乱ꎬ 战斗力低下ꎮ 旗人坐食钱粮ꎬ 惰于训练ꎬ 一直没有熟练掌握驾船及水战技艺ꎬ 绿营人

员也因备受歧视而缺乏积极性ꎬ 清廷所期待的八旗、 绿营官兵的相互协同终系有名无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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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ꎬ 江宁八旗水师战船停泊于城北的草鞋峡一带ꎮ① 水师训练在长江中进行ꎬ “春季

自二月十六日开始ꎬ 至四月三十日止ꎮ 秋季自八月初二日始ꎬ 至十月十六日止ꎮ 须和风丽日方可

训练”ꎮ② 然而ꎬ 江宁水师的武器装备多系临时拼凑ꎬ 甚至在水师成立数年后仍缺乏基本的器械ꎮ
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ꎬ 江宁将军吴纳哈等奏称ꎬ 八旗水师 “向未制给藤牌、 挑刀ꎬ 其船上炮位以

及火箭、 火斗、 喷筒、 棉被ꎬ 向亦未行制给ꎮ 既俱缺少ꎬ 难以教演学习”ꎮ③ 八旗兵丁素来不谙

水性ꎬ 驾船训练亦是敷衍草率ꎬ 如同儿戏ꎬ “不但官兵尚不熟练ꎬ 即或船之捕盗、 舵工、 水手之

中亦有不熟谙者ꎬ 故皆未达娴熟之程度”ꎮ④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ꎬ 与绿营水手均在镇江居住有

很大关系ꎮ 他们仅在 “春秋临时应差ꎬ 其余之日ꎬ 多半往来京口”ꎬ 致使 “经管旗员除捕盗、 舵

工之外ꎬ 尚皆不能熟识ꎬ 一旦需用ꎬ 官兵俱不联合ꎬ 人船总不凑手”ꎬ⑤ 严重影响了水师的战斗

力ꎮ
与江宁水师不同ꎬ 旅顺、 天津、 乍浦、 福州等几支外海八旗水师ꎬ 实行八旗官兵与绿营教习

人员混合编队、 共同扎营居住的措施ꎬ 但仍然难收实效ꎮ 旅顺水师每年操演ꎬ 官兵 “俱驾三板

船”ꎬ “不随战船出洋巡哨ꎬ 止在汊口操演半年”ꎬ 致使 “于洋面水性、 水师阵势仍未谙悉”ꎮ⑥

乍浦水师 “官兵惟出乍浦海口二、 三十里操练ꎬ 不能辨风识水性”ꎮ⑦ 福州三江口水师 “所拨旗

兵均不谙水务ꎬ 惟赖教习指示导率ꎮ 各船正舵、 头椗、 阿班、 捕盗、 大缭、 杉板工等项ꎬ 一切紧

要之处ꎬ 皆教习独任其劳”ꎮ⑧

天津八旗水师 “初设时ꎬ 章程草率ꎬ 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ꎮ⑨ 官兵 “于海面行舟之道

尚未谙悉ꎬ 每逢春秋ꎬ 战船停泊海岸ꎬ 遇都统查阅日期ꎬ 海口傍近地方ꎬ 苟且塞责ꎬ 略为驾驶ꎮ
俟都统查回后ꎬ 即在船内饮酒赌钱ꎬ 并不演习技艺ꎬ 以致有名无实”ꎮ 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ꎬ 天

津水师营都统富昌曾在满文奏折中详述天津水师的训练与巡防情形:
臣等于乾隆八年至水师营ꎬ 欲率战船出海操演ꎬ 据教习官等禀称ꎬ 现有船只皆年久破

旧ꎬ 并不牢固ꎬ 不可承受海上风涛ꎬ 故而先前二、 三年即未曾出海操演等语 (乾隆)
十年ꎬ 操演之时ꎬ 以汉人水手等从旁照管ꎬ 满兵仅司驾船ꎬ 于海口内河操练一年ꎬ 满兵于舵

工、 举椗、 扯蓬、 折樯等项皆得熟练ꎮ 本年新换船只全到之时ꎬ 以汉人水手等协助照管ꎬ 出

于海口ꎬ 曾至兰江山 (音译ꎬ 满文作 ｌａｎ ｇｉｙａｎｇ šａｎ) 之此面操演ꎮ 看得ꎬ 满兵亦能驾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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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将军伊礼布奏请增造战船等事折»ꎬ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八日ꎬ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ꎬ 第 １４５５
页ꎮ 该书原译文为: “距满洲所驻城二十里外西北隅名曰曹辖家江岔ꎬ 泊船可靠ꎬ 且无碍民船ꎮ 出此岔口ꎬ
即为大江ꎮ 操练收泊均为便当ꎮ” 清代江宁城外并无 “曹辖家” 之地名ꎬ 译者很可能系将 “草鞋峡” (满文

作 ｔｓ’ｏｏ ｈｉｙｅ ｈｉｙａ) 误译为 “曹辖家” (满文作 ｔｓ’ｏｏ ｈｉｙａ ｇｉｙａ)ꎮ
«江宁将军来文奏报训练水师及地方吏治民情折»ꎬ 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ꎬ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ꎬ 第

１６６７ 页ꎮ
«江宁将军吴纳哈等奏请配造旗营杉板脚船及小哨船只折»ꎬ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ꎬ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

折汇编» 第 ２５ 册ꎬ 第 ３５７ 页ꎮ
«江宁将军来文奏报训练水师及地方吏治民情折»ꎬ 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ꎬ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ꎬ 第

１６６７ 页ꎮ
«署两江总督尹继善奏陈长江情形酌筹水师营制折»ꎬ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八日ꎬ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 ２１ 册ꎬ 第 ７６０ 页ꎮ
«清高宗实录» 卷 ２５３ꎬ 乾隆十年十一月庚寅ꎮ
«杭州将军阿里衮奏请操练乍浦水师营官兵折»ꎬ 雍正十年二月十九日ꎬ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ꎬ 第

２１０３ 页ꎮ
«署理福州将军策楞奏为三江营水师教习兵丁勤劳久支饷独少请准照乍浦水师教习之例准与旗兵一本加银

事»ꎬ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一日ꎬ 宫中朱批奏折ꎬ 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０５４ － ０４５ꎮ
昭梿: «啸亭杂录» 卷 ４ «天津水师»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０ 年ꎬ 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ꎮ
«清高宗实录» 卷 １９４ꎬ 乾隆八年六月乙丑ꎮ



用ꎬ 但兰江山之彼面方为去往大海之路ꎬ 若非大潮、 背风之日ꎬ 战船不可出入ꎮ 出兰江山

后ꎬ 海中曹浦甸 (音译ꎬ 满文作 ｔｓ’ ｏｏ ｐｕ ｄｉｙａｎ) 等地ꎬ 皆系沙淤之地ꎬ 周围并无停船之

处ꎮ 待其至山东庙岛后ꎬ 才可停船ꎮ 出兰江山操演ꎬ 一次潮水之间ꎬ 不能操练完毕而返ꎬ 若

非背风ꎬ 亦不可返回ꎬ 且又无停船之处ꎬ 故近二十年内并未出兰江山操演满兵不但一次

未曾赴大海ꎬ 即数次欲行ꎬ 实不可凭其辨别海路、 沙岛、 风色ꎮ①
天津水师训练废弛、 战船老旧ꎬ 在其组建之后ꎬ 竟从未前往外海操演ꎬ 即使是在内河及近岸兰江

山等地进行的简单操练ꎬ 也时常间断ꎮ 不仅八旗兵丁根本没有掌握驾船作战的技艺ꎬ 就连绿营水

手也逐渐陷于懈怠ꎬ 难堪使用ꎮ 天津水师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支八旗水师ꎬ 其战斗力尚且如此低

劣ꎬ 其他各支八旗水师的情形更是等而下之ꎮ 由于八旗水师并无外海巡防、 作战的能力ꎬ 乾隆以

后ꎬ 清廷索性作出明文规定: “浙江乍浦、 广州、 福州各处驻防水师ꎬ 专事操防”ꎬ “无巡洋缉捕

之责”ꎬ② 只在陆地及近岸水域活动ꎬ 出海巡哨之事则完全交由各省绿营水师承担ꎮ

三、 绿营官兵的裁汰

八旗水师中的绿营官兵人数虽不多ꎬ 但毕竟是旗人群体里的异类ꎬ 且占据着旗营内食饷的职

位ꎬ 成为当局安置闲散旗人的障碍ꎬ 故而难逃最终被清理、 裁汰的命运ꎮ
清廷将绿营教习官员、 水手、 船匠等编入八旗水师ꎬ 原本只是权宜之计ꎮ 按照最初的设想ꎬ

随着八旗兵丁逐渐掌握驾船与出海作战的技艺ꎬ 即可逐步裁汰绿营人员ꎬ 同时 “将满兵子弟验

系年力强壮者陆续顶补ꎬ 如此徐徐扣办ꎬ 则于绿旗毫无妨碍ꎬ 而于满兵生计有益”ꎮ③ 因此ꎬ 在

各支八旗水师设立后不久ꎬ 即开始陆续裁汰绿营官兵ꎮ
天津八旗水师原设绿营教习水手 ５３６ 人ꎮ 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ꎬ 裁减其中 ５６ 人ꎮ 十一年ꎬ 又定

例水师营中 ３２ 只战船ꎬ 共留 ３２０ 名绿营水手ꎬ 教习官员也从 ２３ 名减至 １６ 名ꎮ④ 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ꎬ 再次 “选留教习官十员、 水手二百名ꎬ 裁汰教习官六员、 水手一百二十名ꎮ 水手每人

赏盘费银三两ꎬ 遣回原地ꎮ 教习官六员ꎬ 送部安置”ꎮ⑤ 乾隆三十二年ꎬ 乾隆帝巡视天津八旗水

师ꎬ 见将领 “传令俱错误ꎬ 兵丁技艺既疏ꎬ 队伍紊乱ꎬ 竞操ꎬ 喧哗不绝ꎮ 上大怒ꎬ 因裁革焉”ꎮ⑥
水师旗营中的八旗官兵分别拨往福州、 广州、 凉州 (今甘肃武威) 等地驻防ꎬ 当时尚存的绿营

“教习把总四员、 水手六十八名内ꎬ 除本地水手二名应行裁汰ꎬ 听其自便外ꎬ 其南籍水手回南之

日ꎬ 亦听其自便”ꎮ⑦
除天津水师外ꎬ 江宁八旗水师也在乾隆年间裁撤ꎮ 江宁水师营制紊乱ꎬ 战斗力极其低下ꎬ 远

不符合清廷的期望ꎮ 乾隆十六年四月ꎬ 当局下令将 “江宁沙船二十只并原设水师守备、 把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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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水师营都统富昌奏遵照部议酌减天津水师教习水手及派满员协理船务折»ꎬ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１ － ０１７８ － ００３ꎮ
«清宣宗实录» 卷 １７２ꎬ 道光十年八月己亥ꎮ
«兵部题乍浦水师绿营兵缺出由满兵余丁挑补本»ꎬ 乾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９ － １９４２ － ０２２ꎮ
«署天津水师营都统阿鲁奏天津水师营请留头舵等永为定例折»ꎬ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八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副

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１ － ０１６７ － ００５ꎮ
«天津水师营都统富昌奏遵照部议酌减天津水师教习水手及派满员协理船务折»ꎬ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１ － ０１７８ － ００３ꎮ
昭梿: «啸亭杂录» 卷 ４ «天津水师»ꎬ 第 １０７ 页ꎮ
«筹办天津八旗水师营事宜十三条»ꎬ 乾隆三十三年 (无日期)ꎬ 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５２５ －
０２０ꎮ



以及水手、 兵丁俱行裁汰”ꎮ① 此前不久ꎬ 首次南巡至江宁的乾隆帝刚刚校阅了当地驻军ꎮ 据记

载ꎬ 当年三月二十五日ꎬ 乾隆帝在江宁 “奉皇太后阅兵”ꎮ② 此次阅兵的详情ꎬ 在清代起居注、
实录、 档案等各类史料中均无记载ꎮ 但可以推测ꎬ 当时江宁水师的操演情形很可能令乾隆帝极为

不满ꎬ 从而使其下定裁撤之决心ꎮ 江宁水师裁撤后ꎬ 绿营 “守备一员、 把总二员、 水手三百二

十四名” 均被裁汰ꎬ “就近暂归镇江水师副将管辖差操ꎬ 其沙船二十只及存船炮位器械均请一并

随兵带往”ꎮ③

福州三江口八旗水师初设绿营教习官员 ６ 人、 水手 １００ 人、 船匠 １２ 人ꎮ 乾隆四年ꎬ 除 “分
配各船之正舵工、 头椗、 阿班、 捕盗、 大缭、 杉板工六项共五十八名ꎬ 系一船之紧要”ꎬ 一时不

便裁汰外ꎬ 其余 “各项副工” 等水手 ４２ 人被裁ꎬ “遇有缺出ꎬ 应照原议将旗营熟练之人挑补ꎬ
照例关支旗饷”ꎮ④ 至乾隆十五年ꎬ 三江口水师中的绿营 “教习官员业已裁汰ꎬ 惟教习兵内尚留

头目司五十一名ꎬ 俟将来再有缺出ꎬ 即可将熟练船务旗兵陆续顶补足数”ꎮ⑤ 绿营船匠也分批裁

汰ꎬ 乾隆二十二年ꎬ 最后一批 “艌匠五名” 尽数 “遣回海坛、 闽安原营ꎬ 充绿营兵ꎮ 艌匠之缺ꎬ
由熟谙水师事务之旗兵挑补”ꎮ⑥ 此后ꎬ 绿营官兵仅剩 “教习兵十二人” 得以保留ꎮ⑦

乍浦八旗水师原设绿营水手 ４００ 人ꎮ 乾隆十一年规定: “照天津水师例ꎬ 大赶缯船九只ꎬ 每

只留目兵六名ꎻ 小赶缯船九只ꎬ 每只留五名ꎻ 南缯船四只ꎬ 每只留四名ꎮ 共留目兵一百一十五

名ꎬ 其余尽行裁汰”ꎬ⑧ 所裁的缺额由八旗壮丁顶补ꎮ 乾隆十二年ꎬ 乍浦水师营 “现有十一名教

习” 官员被全部裁汰ꎮ⑨

广州八旗水师的营制与福州三江口水师相同ꎬ 原设绿营教习千总、 把总等官员 ６ 人ꎬ 水手

１００ 人ꎬ 船匠 １２ 人ꎮ 后于 “乾隆十五年、 十八年两次奏报成效ꎬ 将千总、 把总悉行裁撤”ꎮ 水

手则经过历次裁减ꎬ 至乾隆四十年ꎬ 尚余 ６９ 人ꎮ 当年ꎬ 经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ꎬ 清廷同意将这

些水手全部裁汰ꎬ “其所出之缺ꎬ 即依原奏ꎬ 挑补八旗闲散等人”ꎮ 乾隆四十一年ꎬ 又将最后一

批绿营船匠裁汰ꎬ 其缺 “亦一并统归汉军壮丁顶补”ꎮ

经过历次裁汰ꎬ 天津、 江宁八旗水师不复存在ꎬ 其他几支八旗水师中绿营官兵的数量也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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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事傅恒等奏为江宁水师营裁汰弁兵船只管理分发办理情形事»ꎬ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二

十日ꎬ 宫中朱批奏折ꎬ 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０１ － ０２０４ － ０４１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帝起居注» 第 １０ 册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６１ 页ꎮ
«两江总督黄廷桂奏为奉裁江宁水师沙船请暂归镇江水师管辖等事»ꎬ 乾隆十六年五月十八日ꎬ 宫中朱批奏

折ꎬ 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０３ － ０００１ － ００３ꎮ
«福州将军隆升奏报旗营水师官兵出洋操演日期并酌补教习兵缺事»ꎬ 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ꎬ 宫中朱批

奏折ꎬ 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１８ － ０００２ － ０２５ꎮ
«福州将军新柱奏为阅视福州驻防旗营水师官兵操演情形事»ꎬ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ꎬ 宫中朱批奏折ꎬ
档号: ０４ － ０１ － １８ － ０００９ － ０３８ꎮ
«署福州将军明福奏裁汰福州水师营艌匠人遣回海坛闽安原营作为绿营兵丁折»ꎬ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６ － １６３１ － ００５ꎮ
黄曾成: «琴江志» 第 ３ 编 «营制»ꎬ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 ２６ 册ꎬ 上海书店ꎬ １９９２ 年ꎬ 第 ４５９
页ꎮ
«乍浦水师副都统卓鼐奏乍浦水师营满兵之缺由绿营兵顶补折»ꎬ 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

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１ － ０２９１ － ０３０ꎮ
«杭州将军萨尔哈岱奏议复乍浦水师营裁汰绿营水手折»ꎬ 乾隆十二年四月初一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１ － ０１７９ － ００５ꎮ
长善等: «驻粤八旗志» 卷 ２ «建置志»ꎬ «续修四库全书» 第 ８５９ 册ꎬ 第 ６８７ 页ꎮ
«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裁减广州水师营教习从八旗闲散内挑补其缺折»ꎬ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九日ꎬ 军机处满

文录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８６ － ２６３２ － ０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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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ꎮ 至乾隆后期ꎬ 只有旅顺、 乍浦、 福州三地的八旗水师还留有少量绿营水手ꎮ 当局急于裁汰

绿营人员ꎬ 主要目的是欲以闲散旗人顶补缺额、 领取粮饷ꎬ 缓解八旗生计问题ꎬ 至于旗下壮丁是

否已熟练掌握水战技艺ꎬ 则几乎不予考虑ꎮ 这种做法难免使八旗水师的日常活动面临困境ꎮ
乾隆初年ꎬ 清廷曾将乍浦八旗水师的绿营水手由 ４００ 名裁减至 １１５ 名ꎬ 其缺额由八旗壮丁顶

补ꎮ 然而ꎬ 旗兵 “未经涉历大洋ꎬ 所有外海之岛嶴向背、 潮流缓急以及沙线礁脉ꎬ 究未深知ꎬ
不能如绿兵之生居海滨、 自幼操舟、 曾历重洋者之更为熟练”ꎮ 水师将领感慨: “设或遇有出洋

之事ꎬ 海疆辽阔ꎬ 满兵安能于远洋大海内驾驶纯熟?” 由于无法摆脱对汉人水手的依赖ꎬ 乾隆十

九年ꎬ 被迫将绿营水手数量增至 １８０ 名ꎮ① 乾隆三十六年ꎬ 又增至 ２５０ 名ꎮ② 旅顺八旗水师的情

形也与之类似ꎮ 乾隆十九年ꎬ 曾裁汰旅顺水师 “船四号、 水手四十名”ꎮ 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ꎬ 又

重新增设 “船四号、 水手四十名”ꎮ③

道光朝之后ꎬ 随着西方势力的军事入侵ꎬ 中国的海上门户洞开ꎮ 在历次内外战争中ꎬ 弱小的

八旗水师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战果ꎬ 而且屡遭打击ꎬ 陷于瓦解ꎮ 鸦片战争期间ꎬ 英军曾攻占乍浦ꎬ
水师旗营官兵伤亡惨重ꎮ 战争结束后ꎬ 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ꎬ 鉴于乍浦八旗水师难堪海防重

任ꎬ “徒滋靡费”ꎬ 清廷将其裁撤ꎬ 水师中的八旗官兵 “改为陆路旗兵”ꎬ 所有绿营水手全部裁

汰ꎮ④ 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ꎬ 太平军占领乍浦ꎬ 当地驻防八旗全军覆没ꎮ 战后ꎬ 乍浦驻防始终没

有重建ꎬ “未能规复营房ꎬ 向来官兵均附住杭州营内”ꎮ⑤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ꎬ 正着手创建新式海

军的李鸿章前往旅顺视察ꎬ 见八旗水师 “艇船数只胶搁沙滩ꎬ 并无帆樯、 炮位此项师船行

海笨滞ꎬ 本不堪用ꎬ 旗营弁兵疲弱ꎬ 久废操演”ꎮ 对如此落后的水师ꎬ “不独将弁所轻视ꎬ 即轮

船内教习洋人见之ꎬ 无不窃笑”ꎮ⑥ 经其奏请ꎬ 清廷下令将旅顺八旗水师裁撤ꎬ 绿营教习水手也

被遣散ꎮ 光绪九年ꎬ 广州八旗水师船只被全部裁汰ꎬ “将水师营更改为步军营ꎬ 另立体制、 营

政”ꎮ⑦ 此后ꎬ 仅有福州三江口八旗水师及少量绿营教习水手一直保留至清亡ꎮ

四、 结语

清代中叶陆续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ꎬ 在规模和组织结构上不尽相同ꎮ 既有由满洲、 蒙古八旗

组建者 (天津、 江宁、 乍浦)ꎬ 亦有由汉军八旗组建者 (旅顺、 福州、 广州)ꎻ 既有内河水师

(江宁)ꎬ 亦有外海水师 (天津、 乍浦等)ꎮ 但各支水师均无一例外地编入了绿营官兵ꎮ 清代ꎬ 八

旗位尊ꎬ 绿营位卑ꎮ 故而一方面ꎬ 旗人入绿营任职的情形甚为普遍ꎬ 另一方面ꎬ 八旗水师内存在

的这种绿营官兵向八旗流动的现象ꎬ 在清代军事史上极其罕见ꎮ 清廷将部分绿营教习官员、 水

手、 船匠编入八旗水师ꎬ 是迫于旗人不谙水性、 无驾船经验的现实压力ꎬ 不得已采取的临时举

措ꎮ 因此ꎬ 这批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ꎬ 在管理、 军饷等方面与旗下官兵始终存有明显区隔ꎮ
八旗、 绿营之间的关系ꎬ 实质是满、 汉族群关系ꎮ 尽管八旗中有着汉军、 蒙古等多种群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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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乍浦水师副都统卓鼐奏乍浦水师营满兵之缺由绿营兵顶补折»ꎬ 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ꎬ 军机处满文录

副奏折ꎬ 档号: ０３ － ０１７１ － ０２９１ － ０３０ꎮ
嘉庆 «嘉兴府志» 卷 ３１ «武备»ꎬ 清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 刻本ꎬ 第 ２７ 页上ꎮ
嘉庆 «大清会典事例» 卷 ８４９ «八旗都统兵制»ꎬ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 ７０ 辑ꎬ 文海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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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８３１ 页ꎮ



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满洲旗人ꎮ 清朝统治者奉行 “首崇满洲” 的统御之术ꎬ 不仅给予旗人

种种特权与优待ꎬ 对基本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多有歧视与压制ꎬ 而且还极力维系八旗体制的完整

性与封闭性ꎬ 限制绿营人员进入八旗ꎬ 以强化满汉界限ꎬ 防止旗人沾染汉俗ꎮ 八旗水师中的绿营

官兵人数虽少ꎬ 依然被视作旗人群体中的另类ꎬ 是清廷急于裁撤的对象ꎮ 此外ꎬ 八旗水师的设

立ꎬ 是八旗生计危机下的产物ꎬ 其本身的军事意义有限ꎮ 因此ꎬ 尽管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

战技艺ꎬ 水师的日常行动尚依赖于绿营官兵ꎬ 但裁汰后者ꎬ 为旗人留下兵缺和俸饷ꎬ 仍是当局必

定要采取的措施ꎮ 由于八旗官兵坐食钱粮、 训练废弛ꎬ 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ꎬ 致使各支

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 战力低下的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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